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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我调到咸阳市博物馆工作，馆长立即通知我到杨家湾大
汉墓去发掘。想到立刻就能干考古工作了，我非常高兴。馆长简单地
向我介绍了一下那里的情况。我了解到，这座大汉墓1966年就开始
发掘了，陕西省博物馆和咸阳市博物馆的考古人员组成了“杨家湾
大汉墓发掘考古队”，队长为石兴邦先生。当时，我还不敢相信，怕听
错了，就追问馆长：“是五十年代发掘半坡遗址的那位大名鼎鼎的考
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吗？”馆长说没错，正是那位石先生。

初识先生

我怀着愉快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杨家湾大汉墓考古队驻地
出发，奔赴我所热爱的考古工作岗位。那天虽然很热，但在长陵火
车站下车后，我脚底就像生风一样，一路小跑，穿过玉米地间的农
村小路，向咸阳塬下的窑洞奔去。快到了，我不安的心情也随之加
剧，因为我就要见到石兴邦先生了。他是位名人，有无架子？是不是
很严厉？他对我这个考古战线上的新兵是否欢迎……当我走进队
部兼宿舍的简陋窑洞时，一切疑虑都打消了。

我眼前的石先生中等身材，看上去很慈祥，50岁左右，穿着一
身已褪了颜色的灰色中山装，脚蹬一双矮腰军绿色胶鞋。他面带微
笑，要我赶快坐下，并且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使我感到他是一个
很和蔼可亲的人。

石先生向我简单地介绍了墓葬发掘现状及考古队的组成情况
后，就立刻带我去考古工地发掘现场了（我想这石先生也够严的
了，因为我已步行了八里多平路，还走了一段坡路，又热又渴，多想
歇一会儿，下午再去参加工地发掘呀！看来，我现在要坚持连续作
战的作风了）。

考古工地在二道塬上，而我们住在塬下，爬4里多的慢坡才能
到达。到达工地后，展现在我面前的是深24米、宽40米、长100米的
曲尺形墓道。当时墓道正在发掘中，墓室还未开挖。墓道外侧勘探
出了两个大的陪葬坑。石先生对我说：“你就先负责发掘这两个陪
葬坑吧。”这是我考古生涯的开始，在这里一干就是六年多，和石先
生长年在工地同吃一锅饭，一起经受风吹、日晒、雨淋、挨冷、受冻。
石先生是我考古工作的引路人，也是我最敬重的老师。

学风严谨，以身作则

我们每天在工地现场工作 8 小时，一点也不能打折扣。早饭
后出发，8 点前必须到工地。12 点下班，午饭后也不能休息（路
远），18 点下班。就这样每天上班往返 4 次，需要走近 20 里的路，
8 小时内还要进行发掘清理、绘图等等。一天下来已经是很累
了，晚上还要整理发掘记录……这一切石先生都是和我们一起
干的，一点儿不搞特殊化。当时我们是全年发掘，除了回单位取
工资、办事以外，均在工地现场工作。石先生说：“只要人在考古
队，就必须在发掘现场，绝不能遥控，要做名副其实的考古工作
者。”石先生说的话及他的实际行动在我一生的考古工作中都在
起作用，直到现在。

在发掘中，石先生和我们一起分担了工作任务，要写发掘记录
和绘制遗迹及出土遗物位置图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绘制
墓道壁龛内陶仓、陶罐、陶瓮等出土现状平、剖面图时的情景。当
时他头戴一顶旧草帽，坐在小马扎上，右耳朵上面夹着一杆修好
的备用铅笔，左耳朵上面夹着一块橡皮，把绘图板放在腿上，一丝
不苟地画起来。一画就是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看了他画的图，我
不得不打心眼里佩服。虽然出土器物很多，姿态各异，器身花纹繁
缛，但是在他的笔下画得形象、逼真，线条流畅，每件器物都被他
画活了。

石先生不但自己图画得很好，而且要求我们也要画得好。每位
队员画完图后，他都要亲自过目、审查，他认为不合格的图，必须重
画。有的队员一张图要返工二三次才合格。我先负责发掘的是两座
车马陪葬坑，鉴于石先生要求严格，故我一开始就小心翼翼、认真
地清理和画图，所以才免遭返工之“厄运”。

因为种种原因，发掘经费老是不能到位，而生产队长又不停地
追着石先生要钱。有一年春节前夕，石先生冒着鹅毛大雪去省文物
局要钱返回驻地，我们和一些农民都站在窑洞门前的雪地里翘首
迎接他的归来。从他阴沉的面部表情来看，钱又没要回来。石先生
十分无奈地安慰等着要工资的农民们说：“馍馍不吃，总会在笼笼
里放着。”当然他这样的说法是不能令农民们满意的。农民受苦受
累一年了，工资一分钱拿不到，春节怎么过呀。

总之，石先生是承受着种种巨大压力坚守在考古工作的第一
线。这充分表现了考古工作者的硬骨头精神，也充分体现了考古工
作者克服重重困难、力排干扰、忠于职守的大无畏精神。

为了增强同生产队的友好关系，麦收时节，我们都要参加一定
的麦收劳动，当然，石先生也不例外。一次，我们正在晒满麦子的场
院翻麦子，忽然乌云密布，下起了倾盆大雨，但是我们都没有往回
跑，而是坚持与农民一起把麦子码成垛后才回到窑洞换已湿透了
的衣服，大家都毫无怨言。

不计前嫌，宽厚待人

“文革”期间遭批斗时，曾有人动手打过石先生。事情过去了多
年，石先生对打过他的人毫不计较，且从各方面去关心他们。某位
动手打过石先生的同志到工地参加发掘，石先生见他年过三十还
未婚，就千方百计地给他牵线搭桥，帮他找到了满意的对象。在他
结婚时，还给他买了丰厚的礼物（一条价值 15元的蓝色凡尼丁裤
料，而我们单位每人才出了六角八分，合起来买的礼品）。在婚礼
上，石先生还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某某同志工作认真负
责，肯动脑筋，是个好小伙……”

考古发掘中的生活琐事

20世纪70年代，食油并不能随便买，每人每月仅供应四两油，
而考古队员都有自己的家庭，故四两“油票”就都放到自己家里用
了。那么考古队吃什么油呢？我负责每月到咸阳肉联厂去买一次

“汤油”。何谓“汤油”？就是肉联厂收来的米猪（有猪囊虫的猪）等有
病的猪，宰杀后，在大铁锅里煮，即高温处理。冷却后，在表面有一
层黄褐色的黏糊糊的油，我们灶上就吃这种油（现在要是看见这种
油肯定会恶心得吐出来）。后来我们就在墓坑边撒了些油菜种子，
收获后榨些菜籽油和汤油一同吃。而这一切石先生都是和我们共
患难的。

考古队当时吃菜很困难，要到15里地之外的窑店镇一个国营
小店去买。那里上班晚，下班早，菜的种类很少，有时甚至菜的供应
就断了。所以有时在发掘中好容易抽点时间跑了去（考古队的交通
工具主要是靠两条腿），却什么菜也买不回来。怎么办？有时晚上生
产队敲钟分菜（主要是萝卜和白菜），石先生就指示我也去分些菜。
我就会提个篮子和农民一起排队，按顺序分些菜回来（考古队算一
户），这主要是生产队干部看石先生的面子吧。

为了解决吃菜的问题，经石先生同意，有时我到工地发掘就带
一个小菜篮，像王宝钏一样，抽空在地里挖点农民喂牲口的苜蓿和
野菜（当然，现在把这些都当作绿色食品了），回来下到面条锅里，
做成热汤面（即连锅面、糊涂面）。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饭了，大家吃得都很香。

在发掘工地上，很少吃肉，这是因为考古队员都是处于上有
老、下有小的状态，经济负担很重，而工资又低，补助费一天只有两
角钱，队员们在经济上也不允许多吃肉（饭费由个人承担）。此外，
当时买肉也非常困难，同买菜一样，要到15里地之外的窑店镇国营
肉店去买。因为供应紧张，早晨 5点多钟就要去买，去晚了就买不
到了。一次，我好不容易买了点肉回来，做什么吃好呢？我想起在北
京大学读书时，在食堂里吃过“肉笼”（即卷肉的花卷），很好吃。我
就没有跟大家商量，采取了保密的手法，想给大家一个惊喜。我就
告诉炊事员中午饭吃肉笼。我们从工地下班回来，饭还没熟。石先
生问我吃什么？我说：“保密。”石先生立刻很严厉地说：“吃一次肉
不容易，为什么不征求大家的意见？”我吓得不敢吱声了。饭熟了，
每人分一个“肉笼”，我躲在灶房吃。一会儿，石先生端着饭过来，笑
嘻嘻地说：“好吃，好吃！”我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我们灶上
没有买到肉时，就吃“菜笼”。

现在，石先生虽然已是八十岁高龄，但是一点儿都不显老，思
维敏捷，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我今年也60有余，身体各方面的指数
都正常；其他的队员也都身体健康……这一切可能都与当时我们
发掘工地很少吃肉，吃萝卜、白菜、野菜和咸菜（每天早饭和晚饭的
菜均为咸菜）多有很大关系吧。

终生难忘的教诲和关怀

一开始我在工地就承担清理两座车马坑的任务，因为是彩绘
的泥车（木骨外涂泥再绘彩）、泥俑、泥马，所以很难清理。我就用竹
签子一点儿一点儿地剔剥，石先生还是怕弄坏车、马，或剥掉彩绘，
就站在旁边不停地说：“慢慢！慢慢！”还要我不时地用嘴吹浮土，以
至于我的腮帮子都吹肿了，吃饭时嘴疼得厉害。清理过程中，我找
来一条破麻袋铺在地上，一会儿趴着、一会儿侧卧、一会儿蹲着
……不断地变换各种姿势，认真仔细地完成了13辆车马的剔剥清
理任务，所绘的平、剖面图也通过了石先生的严格审查，我才彻底
地松了一口气，接着又接受了发掘清理墓室的重任。

石先生的严格要求，在我的考古生涯中起了很大作用。即不管
发掘出什么遗迹现象，都要仔细地清理，脚踏实地、认真负责地完
成每一项发掘任务。

在几年考古发掘的过程中，石先生总是对我进行正面教育，以
表扬为主。杨家湾大汉墓的发掘正值“文革”时期，我们力排干扰使
发掘从未间断。因为该墓墓道为楼阁式建筑，结构独特，所以全国
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几乎都来工地参观了。此外还接待了来参观学
习的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和秦浩先生带领的南京大学考古实习的学
生。石先生总是在介绍墓葬发掘情况前，向来访者不厌其烦地介绍
我的情况，并且夸赞我能吃苦不怕累，工作认真负责……这一切都
激励着我更加努力地做好考古发掘工作。在经常来考察参观的人
中，不乏陕西省政府、省文物局和咸阳市政府、市文物局和当地人
民公社的领导干部。因为石先生对我的表扬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
象，故在我从咸阳市博物馆调往社科院考古所的过程中没费太大
周折。公社原党委岳书记后来升任咸阳市组织部长，我去找他谈工
作调动时，他满口答应，还说：“你到了那里会更加充分发挥你的特
长，我相信你一定会在考古事业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市文化局王
局长一开始想挽留我，后来见我态度坚决就同意了并马上在调令
上盖了章。所以石先生对我的表扬不但鼓舞着我努力工作，而且客
观上在我的工作调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发生在 1976年。当年唐山大地震波及了
天津，我的公婆和两个弟弟及我的女儿从天津来到咸阳躲地震。石
先生在百忙之中坐火车倒汽车，从发掘工地到咸阳市博物馆（我和
丈夫刘庆柱当时的家）来看望“灾民”，使我们全家特别是两位体弱
多病的老人非常感动。石先生还带来一瓶工地种的菜籽榨的油，这
在当时来说可是非常宝贵的东西了。两位老人认为石先生没有架
子，平易近人，办事周到细致，又会关心人。他们要我和刘庆柱都要
向石先生好好学习怎样做人……

1976年10月，我的老公公病危住院，经抢救后出院在家养病，
老婆婆半身不遂已八年。刘庆柱要上班还要照顾两个病人（两个弟
弟早已回天津了），他已无暇再照顾患“百日咳”的女儿，而当时我
是发掘墓室的主力队员，根本离不开。经石先生同意，我把女儿带
到了考古队。因为人生地不熟，女儿只能跟我形影不离。我就只好
每天把她带到工地去发掘了。石先生要我早晨可以晚些去，可是我
必须早于工人到发掘现场，墓室距地表 24米深，我怕出事呀!我每
天早晨5点多就得把熟睡中的5岁女儿从床上拽起来，在早饭后她
就跟着我出发到发掘现场去了，她实在走不动了，我就背着她走一
段，就这样保证在8点以前到达正在发掘中的墓室了。中午吃完饭
后不能休息，女儿又跟着我出发了。墓室口距底部12米，当时下挖
了6米左右，故要进到墓室里去，上下都要靠墓室壁上的脚窝和一
根大粗绳子。我和女儿上下进出都要靠工人帮忙，有时女儿会吓得
哭起来。就这样女儿跟我在一起发掘了20多天，我老公公的病稍有
好转，我就把她送回到爷爷奶奶身边了。对此，石先生还表扬我有
坚强的毅力，没有因为家里的困难而影响正常的发掘工作。殊不知
我看着女儿小小年纪每天跟我跑到工地去发掘，我多心疼呀！对
此，我偷偷地抹过不少次眼泪，难受的滋味只有我自己才知道呀。

1977年1月，全国沉痛哀悼周总理，我们把收音机放到墓室中
央放着哀乐，我在墓室东壁南部用手铲正在找墓室的生土壁（把夯
土取掉），忽然听到上面有人高喊：“老李！架子车从卷扬机上脱钩
了。”我抬头一看，装着半吨多土的架子车从斜坡上飞速地冲下来
了。我赶紧跑到了墓室西北角，好险呀！在我清理墓室壁的地方被
架子车双辕戳进了两个一尺多长的洞，我要是没有及时躲开的话
就命丧黄泉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缓过劲来。收工后见到了石先
生，他非但没有安慰我几句，反而还严厉地批评我说：“上工前为什
么不检查好卷扬机？为什么不叮嘱工人把钩挂结实了，一定要在发
掘中消除一切安全隐患，做到安全第一！”在后来几十年的考古工
作中，我都牢记石先生的教导，在我负责发掘的工地上没有发生过
任何安全事故。

1977年的春节快到了。大年三十这天，石先生又派他的二儿子
石超美拿着水晶饼等陕西的土特产，从西安到咸阳给我们拜早年。
我和刘庆柱特别感激石先生对我们全家无微不至的关怀。石先生
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事情虽然已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与石先生在一起考古发
掘六年多风风雨雨的日子里所经历的一切，回想起来都是历历在
目。我在考古工作中能够取得一些成绩，这与石先生当年对我的严
格要求是分不开的。石先生对我工作上的教诲、生活上的关心，使
我终生难忘。

石先生，您是我的恩师，我永远是您的学生。
（本文2005年3月9日于阿房宫考古队完稿）

2022 年 6 月底，经过一年多的筹办，由渭南市
文化和旅游局主管、渭南市博物馆（渭南市文物保
护考古研究中心）主办的《渭南文博》正式编印发
行，首期首篇登载了张忠培先生的学生、山西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王炜林教授（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院长）所著《张忠培先生与华县队考古》一文。文章
写的是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一件大事，因此受到广泛
的关注和传播。

后来，我们有幸联系上了张忠培先生的家属，并
于9月15日寄送了《慰问信》和首期《渭南文博》。令人
欣喜的是，我们收到了张先生夫人马淑芹老师（现已
86岁）9月26日亲笔写的回信。展开来信，字写得隽秀
硬朗，信写得情深意长，充满了对张先生的眷恋和对

《渭南文博》的期许。
1958年，为了响应党的政策，中国考古学界提出

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奋斗目标，为
此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组成了黄河水库考古工
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从1958年秋至1959年秋，华县
考古队在华县、渭南县两地进行了考古调查、试掘和
大规模的发掘。这一工作是分两次进行的。

第一次，从1958年9月10日开始，至同年12月10
日结束。分别在泉护村第Ⅰ、Ⅱ、Ⅲ、Ⅳ、Ⅷ、Ⅸ等工区，
对泉护一期文化、二期文化及三期文化堆积进行了揭
露。与此同时，在泉护村附近的元君庙发掘了一部分
仰韶墓葬；在骞家窑试掘 1座战国时期的城址。发掘
面积共 3812平方米。发掘工作结束后，在原有调查工
作的基础上，又在华县、渭南县境内展开调查，陆续发
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

第二次，田野工作从 1959 年 3月 16日开始，至 5
月 31日结束。主要是继续揭露泉护村第Ⅱ工区和元
君庙墓地，发掘面积共 2300平方米。同时，试掘老官
台、虫陈村、南沙村和骞家窑等遗址。

苏秉琦、宿白、尹达、牛兆勋、徐华民等先生都到
过工地，发表过一些指导性意见。华县考古队在当地
宣传并举办了发掘成果展。

通过田野工作，华县考古队查明了该地区西周
以前古遗址的分布，确认了老官台文化，探明了商文
化分布最西边的遗址，即南沙村的文化堆积、面貌、
性质等情况，认识了泉护一、二、三期的文化面貌、性
质和发展序列。同时，全面揭示了元君庙墓地，为研
究其埋葬制度及其反映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完整系统
的资料。

作为华县考古队负责人，张忠培先生在渭南考古
过程中创造了“华县渭南模式”和“元君庙模式”，辨识
出两个新的考古学文化——老官台文化和泉护二期
文化，均以渭南华县的地名命名，为仰韶时代考古学

文化的渊源和流向提供了坐标，意义重大，对中国考
古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张先生的著作

《元君庙仰韶墓地》（张忠培执笔）和《华县泉护村》（张
忠培、杨建芳执笔），堪为中国考古报告的典范。美籍
华裔学者、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评价说：“张忠培
先生作的陕西华县元君庙的发掘，被公认是研究中国
史前时期亲族组织的模范。”

张忠培先生一生心系渭南考古，在他的遗作《元
君庙考古回忆》（待出版）一书中写道：

“我庆幸自己在这一年踏入了渭河，走进了泉护
村，被泉护村、元君庙、老官台、骞家窑、南沙村等遗址
深深吸引，被它们牵住了鼻子，通过遗存和古人对话，
走上了治考古学的人生之路。

渭河是我作为考古工作者的摇篮，《元君庙仰韶
墓地》发表后的1983年10月3日，我在这本书的底页
写了这样一段话：元君庙是我考古工作的起点，自发
掘它以后的25年，我正是沿着这一起点确立的方向走
着自己的道路。这是幸运。六、七年前，我开始找寻第
二个起点，追求新方法，探索新道路，可是至今毫无所
获。生命已近天命之年，似乎也只能沿着这道路走下
去。自此，时间又过去了17年，我不能说自己在学术上
没有一些变化，静思起来，仍自感难以磨去元君庙墓
地研究打在我身心上的烙印。因为，我是从她那里得
到了启蒙！”

渭南市位于“黄河与太华之间”，是中华民族和华
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华夏”之称即来源
于渭南，“华”即取自西岳华山之“华”，“夏”则取自夏
阳之“夏”。早在 2001年 6月 25日，元君庙—泉护村遗
址就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
址出土的文物“彩绘陶罐”，现收藏于渭南市博物馆，
其表面装饰着的花卉纹，宛如一枝盛开的玫瑰花，冠、
蕾、叶子、茎蔓，点、线、弧相互连接，形成自然柔丽的
图案，均衡对称，生动传神，精妙绝伦；当年华县考古
队从当地老乡家收集的“陶鹰鼎”，作为国宝级文物典
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元君庙—泉护村遗址已成为渭
南市著名的文化景观。

渭南市博物馆（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中心）
于2016年建成开放，是一座集文物收藏、保护研究、陈
列展示、宣传教育和考古勘探、发掘清理、学术交流为
一体的综合性文博机构。

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学习和继承张忠培先生的
学术思想和工作方法，在张先生等前辈奠定的工作基
础之上，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实际行动
为新时代考古和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执笔：李国栋 温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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